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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在11世纪的“商业革命”中伴随着一些重要技术的发展。在古代钢铁

业，水作为动力被广泛应用，煤炭和焦炭开始取代木炭作为燃料，这一时期的高炉设

计出现了最后一次重大进展。这类拥有新构造高炉的使用，就某种程度而言，成为了

欧洲早期高炉设计的先兆，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中国传统钢铁工业中也能认识到这类

高炉的一些情况。本文综述了宋元时期冶铁高炉建造和运行的现有证据材料，特别提

到矿物燃料的使用。考古出土的宋元时期高炉有两种类型：穴筑于山坡内或是采用木

框架夯土构筑。高炉中使用矿物燃料的证据包括文献资料（尤其是苏轼的著名诗篇

《石炭歌》）、铁质文物的化学分析结果和放射性碳测年研究成果。未来对高炉矿渣

的研究可能会提供关于矿物燃料如何被使用的可靠证据，但就目前而言，利用17、18

世纪英国在高炉中使用煤和焦炭的经验进行比较研究，不啻为一有益的研究途径（本

文原文发表于2001年，之后发表的考古材料未被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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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掘出土的高炉

中国有7个省份发现了宋元时期冶铁遗址［1］。这几处遗址的发掘报告足够详细

向我们说明了宋元时期的高炉是如何建造的，以及这些高炉与早期及后期的高炉有

何不同［2］。

一座高达6米多的巨大的宋代高炉今天依然矗立在河北邯郸市附近（图一）。图上

的照片是在1959年的《光明日报》上公布出来的［3］，并配上了简短的说明，后来经常

被转载引述［4］。高炉所在地区为宋代的磁州，是当时主要的钢铁生产县之一。据《宋

会要辑稿》统计出的数据，1078年磁州和相邻的邢州交付的原料铁，超过全国总额的

75%［5］。

据说，关于该炉的一项重要调查已于最近完成。在报告公布之前，我们对相关情

况知之甚少，但这个高炉看起来有点像我们已知的一些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传统的

高炉。也许我们在图一中看到的高炉内部炉衬是图二、图三中所示的高炉去掉木制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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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一座至今矗立在河北省邯郸市附近的

矿山村宋代高炉

（左图源于1959年12月13日的《光明日报》，在刘云彩

1978年文中第23页中的图八重新采用；右图是采自

刘云彩同文绘制的复原简式图）

图二　1958年湖南省西部的高炉

［路易·艾黎拍摄（1961年，No.10）］ 

图三　四川省高炉草图，1958年左右绘制

（采自《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第185页，图47）

架和夯实填土后的样子。在河北邯郸市附近的安阳和林县，有其他几个大型高炉已经

被普查出来，但详细结果尚未发表 ［6］。

二、依山而建的高炉

有一种奇特的宋元时期高炉遗存，直接穴筑于一座小山冈，不需要坚固的外部结

构，这种高炉在河南、江西、黑龙江等地都有发现。迄今仅有的较为全面的细节描述

来自于黑龙江省阿城县的一些12世纪的遗址［7］。虽然该地方在历史文献资料中几乎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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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阿城县东川2号高炉照片及草图

（采自《考古》1965年第3期，第127页，图5和图版7.4）

图五　黑龙江省阿城县东川4号（右）、5号（左）两座高炉照片

（采自《考古》1965年第3期，图版7.1）

图六　黑龙江省阿城县东川5号高炉照片及草图

（采自《考古》1965年第3期，第128页，图6和图版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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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载，但这里显然是一个金国或女真政权的主要冶铁生产地区。调查发现了一个大

型矿冶遗址，其中根据建筑遗址的规模推测可以容纳1000名工人，在古代矿坑附近约

10千米范围内分布着50多个冶铁遗址。该报告作者认为有些冶铁遗址的分布距离矿区

很远，毫无疑问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森林资源作为燃料。

图四  —图六显示了其中一处遗址的3座高炉。这种类型的高炉似乎最适合在黏性土

壤地区建造，它们的修建需要劈开地形。在山坡上选择一处较平坦的地方，挖出一条

长达数米的中轴，以及深2—3米的半圆坑。从侧面的坡壁沿水平方向挖出孔洞，内壁

用花岗岩铺砌加强。然后炉身再铺一层混合小石子的黏土，再抹一层耐火黏土。第二

个孔洞经常挖在底部以下，可能是便于散热和减轻炉底部的裂解。而高炉工作产生的

高温将靠近石壁厚达半米的原生黄土炙烤成深红色［8］。

在炉底下部有一长条形石洞，直通达炉的后壁，但与炉膛并不相通。据推测，这

个石洞是为了鼓风或是为了排出炉渣和铁水。这一部分的炉壁是炉体最薄弱的部分，

由于经受的温度最高，需要经常更换，而其余的部分仅需要不定期的重新加涂一层新

的耐火黏土。

黑龙江的高炉高度始终为2—3米，炉膛呈方形，炉膛横截面尺寸的范围为50—80
厘米。这些高炉尺寸都非常小，与后来大别山的“矮”高炉相仿［9］，也许具有同样的

运行特征。它们最适合偏远地区的小规模生产，在黑龙江看到像这样大型制铁生产地

区使用到这种技术让人感到惊奇。或许未来的研究中，将对宋金之间的技术转移渠道

给出一个解释。

河南安阳附近的冶铁遗址清理出三处较大尺寸的属于相同类型的高炉，发掘者认

为这里从宋代至明代一直有高炉在运行。这些高炉直径2.4—4、残高约4米［10］。我们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里有更多的发现刊登出来。

成书于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天工开物》中曾简要记叙过这种类型的高炉。根据李

小平的建议［11］。《天工开物》提及的这句“其炉多傍山穴为之，或用巨木匡围”［12］，

可以被翻译如下：“The ［iron-smelting］ furnace is often made in a pit at the side of a 
mountain; or else it is encompassed using a framework of heavy timbers.（这种炉子大多傍

靠山洞砌筑，有些采用巨大的木材围成框架构筑起来。）”

有一些出版物翻译时忽略了这里提到了一个“穴”字［13］。给出的一种译文

是：“It is generally located near the mine, and sometimes made with a frame of heavy 
timbers...（炉一般位于矿坑附近，有时用巨大的木材打围。）”［14］，这也是另一种理

解。但如果考虑到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李小平的建议更适合解释原文。

三、使用矿物燃料冶铁的证据

北宋时期木材的供应出现了危机，煤炭作为燃料被广泛使用。煤炭用于家庭供

暖，也用于工业生产，包括钢铁行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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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迹象表明，煤炭可能早在公元4世纪时就已经被用于冶铁，佛教旅行者道安对现

代新疆的某个地方有这样的记载：“释氏西域记曰：屈茨北二百里［16］有山，夜则火

光，昼日但烟，入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17］ 

但是，当我们豁然拥有很多的文献资料时，这是唯一在宋代以前提到矿煤的记

载。燃料危机和用煤冶铁清楚地写在一首苏轼的著名诗篇《石炭歌》［18］中：

彭城旧无石炭。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

北，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

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城中居民风裂骭。

湿薪半束抱衾裯［19］，日暮敲门无处换。

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磬万车炭。

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

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

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金见精悍。

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锻。

为君铸作百链刀，要斩长鲸为万段。

还有其他一些文献证据［20］，但是这首诗的灵感，确信来源于作者曾目睹过用煤炭

或焦炭来作为高炉的燃料，听到过鼓风管“阵阵”的声音，闻到过烟雾中硫磺味，看

到过发光的铁水被排出（亦或许他只是听说过一个关于冶铁的生动描述，但不管怎么

说，可以一眼认出这是高炉工作运行的情况）。

文物的化学分析结果也显示：在众多的宋朝时期铁质文物中，均发现含硫量偏

高，这被确认为是使用煤炭冶炼所致［21］。

更明确的证据是由3件宋元时期铸铁文物放射性碳测年结果提供的［22］。这些铁质

文物标本的年代数据分别为距今11 540、12 400和13 840年。这些年代数据显然过早，

这表明生产这些文物标本所用的燃料是煤矿（年代上限趋于无限）。仇士华、蔡莲珍

计算得出，高炉冶铁使用的燃料是三成木炭和七成煤炭的混合物［23］。这是很有可能

的，但我们必须记住，此结果还涉及另一种炉，即很有可能将高炉产出的生铁重熔来

铸造铁制品时还用到了冲天炉。可以肯定的是，至少有一个炉子使用了矿物燃料。对

于上述资料，通过分析该时代铁厂的组织结构及生产经营情况［24］，推测煤炭很有可能

是在大型高炉中使用。冲天炉使用燃料比起高炉要少得多，并且重熔和铸造的工作很

可能在较小规模的当地铸铁场进行。这些铸铁场本来就更倾向于使用木炭作为燃料，

因为木炭是更方便获得的燃料，当然只要当地的生态条件允许。

现在要提问的是，关于从用木炭作为燃料转变为用煤炭作为燃料，会带来哪些问

题，以及这些问题是如何被解决的？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能直截了当的回答这个问题

的方法，因为还没有发现回答这一问题的技术证据，这需要文献或更多的考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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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应看到，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并非是纯粹的技术问题。

使用煤炭冶铁的方法之一是坩埚熔炼工艺，最近几个世纪在山西省使用［25］。但到

目前，还没有确切可信的文献证据及实物证据证明早在宋代就使用了这种工艺［26］。

另一方面，由于在高炉中使用过煤炭或焦炭，这一点是毫无疑问，因此我们可以

从17世纪—19世纪在英国和美国的高炉工作的燃料从木炭过渡为焦炭的历程中获得一

些思路［27］。

四、题外话：英国冶铁矿物燃料的早期使用

西方用煤冶铁第一个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是由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在

什罗普郡（Shropshire）的科尔布鲁克代尔（Coalbrookdale）完成的。如今，在铁桥峡工

业博物馆（一个占地面积不小的奇妙的露天工业遗址博物馆）里，游客们可以看到达比

的高炉工业遗迹，上面的标示告诉他们——1709年，在这个位置上，工业革命开始了。

达比之前就有一些其他企业家曾试图用煤炭或焦炭来炼铁。一个很早就被使用过

的简单工艺，就是在往高炉装入的木炭中混入少量的煤炭或焦炭［28］。

英国人杜德利（Dud Dudley  1599—1684年），在他的著作《火星之金》

（Metallum Martis， 1665年）中宣称自己第一个成功使用矿物燃料冶铁。

冶金历史学家的共识似乎是，他成功的使用煤炭冶炼出铁，但他肯定没有在经济

上获得成功，大概是因为他的铁产品质量低劣、性能不可靠［29］。

另一位早期的先锋人物是罗伯特王子（Rupprecht von der Pfalz，1619—1682年），

他是国王查尔斯一世的表弟和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30］。埃里克（Erik Odhelius 1661—
1704年）报告了罗伯特王子用煤炼铁的实验，埃里克是瑞典最重要的冶金学家之一，

他在1686年和1691—1692年访问了英国［31］。他关于欧洲金属工业的报告手稿仍然存

世，但从未公开出版。在伊曼纽·史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1734年出版的著作

《钢铁》（De Ferro）中［32］和一份在1744年的瑞典皇家委员会的报告中，都可以找到

罗伯特王子用煤炼铁的实验简要摘录。后者的内容如下：

50多年前，在苏塞克斯（Sussex）的高炉中，罗伯特王子尝试用矿煤熔

炼铁矿石，但没有成功，因为不但焦油把高炉弄得脏兮兮的，而且冶炼出来

的铁因含硫而十分脆弱，这种工艺注定要被放弃。后来，在科尔布鲁克代尔

（原文是Coalebrooksdal）的工厂中，使用矿煤作为燃料的高炉操作工艺已经

如同使用木炭作为燃料的工艺一样完善。但是仍然有一些问题：①矿煤能化

开（即熔融）的铁矿石还不到木炭化开的铁矿石的一半［33］，更确切地说，铁

的成分中含有相当大比例的硫；②生产出来的大部分铁料依然不能被锻铁厂

使用，除了一小部分可以和优质铁料混合使用外。但另一方面，这些铁料很

适用于各种铸造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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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会告诉我们这门工艺是否可以被带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但该委员会

认为，实际上这门工艺不可能更进一步，因为铁料与硫杂质之间的天敌特性

很难被清除。［34］

有意思的是，罗伯特是在苏塞克斯进行的实验，这里的木炭资源丰富而煤炭资源

不足（Hodgkinson 1994），但在17世纪的时候，英国大部分高炉都位于这里［以森林

覆盖著名的维耳德（Weald）地区］［35］。据推测，对冶铁场地的选址是由合作的制铁

业内部人士确定的。

罗伯特王子遇到焦油污染高炉的麻烦，暗示出他使用的原料是烟煤而非焦炭，很

可能与杜德利最早的实验一样［36］。使用原煤作为燃料，炉料会黏附在高炉内衬上生成

“瘤状物”，这会产生严重的问题，这种“瘤状物”随后可能突然崩溃，有时会酿成

灾难性后果［37］。

简而言之，烟煤是一种复杂的高分子有机化合物，通常含大约75%的碳［38］。烟煤

的“焦化”（如同木炭的炭化）是热解过程（干馏），它可以提供有用的有机馏出物

（煤焦油）以及焦炭，焦炭通常含超过90%的碳。传统焦炭的炼制过程非常像木炭的

烧制过程，这两个过程都被看做是“通过燃烧去除杂质”。在各自的现代工艺中的热

解使用的热源比煤炭或木材被蒸馏的使用的热源更便宜和更容易控制。

烟煤在家用和工业应用中最好是制成焦炭使用，因为焦炭“燃烧得很干净”：燃

烧产物中闻不到硫的味道，不包含污染炉子、烟道和空气的重烃化合物。

硬煤，或称“无烟煤”，是一种在地质过程中植物性物质煤化程度最高的煤，

因此，它含有90%以上的碳，氢含量不超过1%—2%。它不能被焦化，对于大多数

工业用途而言，这种煤不需要焦化。由于硬煤反应活性非常低，在高炉中使用起来

非常困难［39］。

焦炭曾在英国被广泛使用，包括从17世纪初起用于冶炼铜和铅，似乎可以肯定的

是，亚伯拉罕·达比，在高炉中使用的是焦炭而不是煤炭［40］。焦炭是反应活性要低于

木炭，因此在高炉中的反应需要更高的温度［41］。这意味接下来需要消耗更多的燃料和

更大体积的高炉。焦炭燃料炉的炉料渗透性不太好，所以还需要更大的炉内压力［42］。

在达比的会计账簿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更多的燃料消耗，并可以看出在科尔布鲁克代尔

的高炉增加了水动力的使用，起到了满足更大的鼓风量和压力需求的作用。

在瑞典人关于铁厂的报告的评论中，指出了亚伯拉罕·达比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他是一个诚实的贵格会教徒，和杜德利及其他人比起来是一个更好的商人。对于他生

产的铁，他并没有言过其实，但他生产的铁仅适用于许多初级的应用。毫无疑问，他

的生铁含有过多的硫，不适合作为制作熟铁的原材料，但它很可能是一种特别适用于

铸造的原材料。在高炉中的高温导致铁料中的硅含量较高，因此，它可以用于制作薄

的灰口铸铁产品。碰巧本地矿石中包含了大量的锰，锰硫结合导致铸造出来的铁件没

有出现明显缺陷。达比的铁厂成为著名的生产大型薄壁铁盆的工厂，薄壁铁盆要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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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厚的盆，而且更经济实用，因为用的铁料更少，价格更便宜。

另一方面，锰不能降低熟铁和钢中由于硫所引起的“热脆性”（在高温下的脆

性），而生产熟铁又需要含硫量低的生铁。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案是，在高炉装入大量

的石灰石，这是很简单的工艺方式，但发现和探索这种工艺花费了一些时间。石灰石

（CaCO3）在现代高炉有两个功能：一是作为助熔剂，可以调节炉渣的熔点到一个切实

可行的温度，另外是作为脱硫剂，通过这个反应S + CaO + C = CaS + CO将硫变成炉渣去

除［43］。早期高炉使用的石灰石的量通常太少，对脱硫没有太大的作用，但对于使用木

炭作为燃料的高炉这点并不重要。后来，人们发现，在使用焦炭作为燃料的高炉中装入

更多的石灰石可以帮助解决硫的问题，但所需的用量却大大提高了炉渣的熔点。从生铁

中除去硫的关键问题，仍然是在高炉中实现更高的温度。焦炭的使用已经提高炉中的温

度，但还不够。这时亚伯拉罕·达比的高炉产出的生铁还不能作为生产熟铁的原料，直

到纽科门蒸汽机安装后，为高炉增加水动力，使得更高的温度的获得成为可能［44］。

五、宋元时期冶铁的矿物燃料

前文关于18世纪英国什罗普郡的案例是否可以告诉我们宋元高炉操作技术的可 
能性？

如同放射性碳的研究表明，他们可能已经将一些煤炭或焦炭与木炭混合后装入高

炉中。这可能意味着可以节省木炭和降低整体燃料的反应活性，其结果是高炉工作温

度升高和产出的生铁中硅和硫的含量也略微增加。

根据冯·里希特霍芬（von Richthofen）的记载［45］，19世纪在湖南南部（耒阳市

的南部）的一座高炉，已经开始使用烟煤原料作为燃料。这座高炉高6米，用砂岩垒

筑，外框为木制，中间由泥土夯实（在1958年的湖南，有一些类似的高炉，如图二、

图三所示）。鼓风装置主要由三名男子操作。他的记述表明，通过生产出来的生铁断

面的物理外观可以推测硫含量可能相当高，这种生铁被精炼为熟铁后依然具有较高的

硫，质量虽然较差但还是能销售出去。

这个例子表明，在宋代时期所知的一种高炉类型可能已经使用烟煤作为燃料，尽

管我们不知道他们如何解决前文讨论的技术难题。在苏轼的诗中提到的“腥风”使人

想起硫化氢的气味，这暗示着可能在这种高炉中使用了煤炭而不是焦炭，虽然我们不

应该过多的立足于一首诗中的一句来进行推理。

罗斯托克（Rostoker）和布朗森（Bronson）在1990年讨论过同样的问题［46］，他们

指出一些中国的传统的高炉，开口广且浅。他们认为在这种炉中，凝集和结瘤的问题

会远不如其他更常见的类型高炉严重。他们是专指宋应星的著作《天工开物》中提到

的一种17世纪的高炉［47］。原文中没有告诉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是什么燃料，但有意思的

是，宋应星从来没有提到焦炭，可能是他对此并不了解［48］。

另一方面，在20世纪初中国中部的一座高炉非常类似上述高炉，如图七所示，使用

焦炭作为燃料［49］，和许多其他使用木炭作为燃料的传统高炉的形状有点类似［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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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中国已经认识到焦炭的各种用途。最早的文献可以上溯到公元4世纪初［51］，

哈特韦尔（Hartwell）指出在两份文献中明确提到宋代已经开始使用焦炭［52］，特别是

在钢铁冶炼中。焦炭也在19世纪—20世纪的一些中国传统高炉中当做燃料使用［53］，似

乎看起来在宋代不使用木炭作为燃料的高炉中，最常见的燃料是焦炭［54］。

我们所知道的宋代的高炉是大型竖炉，有时会有一个不寻常的外部构造，但内部

形式是相同的，并且我们在前文讨论的以焦炭为燃料的英国高炉中掌握到的知识，应

该可以用于认识这些高炉。从木炭过渡到煤炭或焦炭，将需要较高的温度，因此，需

要较大的燃料消耗量和更大的鼓风量以及压力。这可能是在宋代冶铁中使用水动力的

一个重要原因［55］。掘地破土建造的半地下高炉与大家比较熟悉的立于地上的高炉比起

来有更好的绝热性能，而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高炉长度的要求。

生产出来的生铁可能硫含量较高，除非认识到石灰石作为脱硫剂的有效性，并被

应用于实践。但是，使用石灰石需要更高的炉内温度，以及更强大的鼓风装置。使用

人力鼓风，或者使用轻型下冲式水轮，使用这种水车似乎是中国宋代的规范工艺，能

否达到脱硫所需的温度看起来值得怀疑。一定要牢记我的这个猜测：这个问题能不能

圆满回答，取决于分析相关高炉遗址提供的炉渣。

即便硫含量低至0.1%的水平，也使得熟铁或钢几乎无法使用。因此，如果在使用

煤炭或焦炭作为燃料的高炉中不实行有效的脱硫工艺，他们的产品是不可能被用作制

造熟铁的原料，但可以被铸造厂使用。

另一方面，在铸造厂中，我们认为用煤炭或焦炭作燃料的高炉产出的生铁通常会

有一个优点，即较高的硅含量可以减少铸造中的气泡，并且可能生成一种灰口铸铁态

结构。较高的硫含量不一定就是一个缺点。如果生铁中的锰含量大约是硫含量的两

倍，两者结合，生成锰硫化物（MnS）从而形成无害的微观夹杂物［56］。即使没有锰，

铸铁中的硫，唯一重要的结果是形成一种白口铸铁态结构，非常硬且脆。在许多应用

中，白口铸铁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甚至优于灰口铸铁［57］。

我们不知道宋代冶铁厂是否用过像《天工开物》中提到的那种开口广且浅的高

炉，或如图七所示，总之有关这

种炉的技术特点我们几乎一无所

知。他们与现代高炉是如此不

同，以至于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运

用我们从现代高炉实践得到的知

识来分析，如分析炉内温度、鼓

风量需求、或产出生铁中的含硅

量和含硫量。在这种情况下的双

重无知很难做些什么，只有将这

种类型高炉的问题暂放一边，并

期望未来会有一些启示。

图七　中国中部地区一处炼铁厂（江西或湖南）

（拍摄于1910年左右，采自Lux的著作，1912年，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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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语

木炭冶铁工业并不必然导致森林砍伐。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钢铁业者的长期战

略规划，以及他们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保卫自己的森林资源不为其他燃料用户所用，在

中国历史上代代都有成功的保护自然森林资源的案例［58］。所有的木炭炼铁生产中遇到

的问题是，即使有最好的森林资源管理，每单位面积林地可持续供应冶铁生产都有一

定的上限。要生产出更多铁，有必要开发其他地方，或者找到替代燃料。在宋代，这

两种选择似乎一直在尝试以应对不断增长的钢铁需求，森林资源丰富的南方产铁量一

直在增加，而北方开始使用煤炭冶铁。从现有资料来源来看，这些发展过程都没有明

确的细节，但从大的轮廓来看，这似乎的确发生过。

如果这是真的，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即用煤炭或焦炭为燃料的高炉产出的生铁是

不适合用来锻造熟铁的，那么新的燃料无法代替木炭，但可以作为生产铸铁产品的一

个补充，以填补不断增长的铸铁需求。宋元时期可以看得见的一个转变是，熟铁工具

的使用要远比铸铁工具的使用更受欢迎［59］，但在人口增长和农业扩张时期，更便宜的

铸铁工具仍然有一定的市场份额。许多其他种类的铸铁产品的需求也一定在增长，例

如各种大小的盆，从普通的炊具到巨大的煮盐用的牢盆。铁钱的铸造也很可能可以接

受含硫量高的铸铁，但我想看到一些宋代铁钱的分析报告［60］，来确认这个观点。这里

我一直在专注于11世纪的情况，而一个世纪后的湿法制铜工艺中需要大量廉价的铁，

毫无疑问，这些铁可能是由使用煤炭或焦炭作为燃料的高炉所提供的［61］。

致谢：本文在修订之后成为了我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钢铁冶金”分册

的其中一章。我在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在1990—1991年度由Julie von 
Müllen基金会资助，在1993—1996年度由Leverhulme基金会资助。

作为一个尝试，我把文章的最终稿的前一稿刊发在互联网上，期待网上三处讨论

区的意见和建议［62］。大家的反馈是相当令人鼓舞的，我要特别感谢Martha Goodway，
Peter Hutchison，Peter King和Alan Williams的有益意见。与往常一样，文中不妥之处，

皆在于我。

译者按：此篇文章首次刊登在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第18期
（2001年）41—74页［63］。华道安博士和EASTM总编辑Hans Ulrich Vogel先生在提供翻

译版权许可方面给予了帮助，承李映福教授通阅全文，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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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st Furnaces in Song-Yuan China

Donald B. Wagner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hinese“commercial revolution”of the 11th century was accompanied 
by number of important technical developments in all fields of industry. In the iron industry, 
the last major advances in blast furnace design were made. Water power was widely used for 
the blast, and coal and coke began to take the place of charcoal for the fuel. New blast furnace 
structures came into use, in some cases foreshadowing early European designs and those 
known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ron industry of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available evidence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iron blast furnaces in 
the Song and Yuan period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use of mineral fuel. Excavated blast 
furnaces of the period are of two types: built into hillsides or wooden-framed with tamped-
earth fill. Evidence for the use of mineral fuel in blast furnaces includes written sources 
(especially the famous poem“Coal”by Su Shi) and chemical and radiocarbon studies of 
iron artefacts. Future studies of slag from the blast furnaces may provide reliable evidence on 
precisely how the mineral fuel was used, but for the present, comparison with 17th- and 18th-
century English experience with coal and coke in blast furnaces provides useful insights.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English was published in 2001,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published since 
that time has not been taken into account.

Keywords: Song Period, Yuan Period, Archaeometallurgy, Iron Industry, Blast Furnace, 
Mineral Fuel


